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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生物多样性是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不仅对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功能至关重要，也与人类

福祉密切相关。 基于沿海 １１ 个省区生态系统亚健康程度指标和物种多样性损害指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沿海地区经济

增长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 研究结果表明：（１）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程度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

在显著的线性关系，随着经济增长，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占比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 此外，实施排污费制度和建立海

洋自然保护区有利于抑制海洋生态系统的恶化。 （２）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倒 Ｕ”型关系，
随着经济增长，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转折点为人均 ＧＤＰ ４５１４５ 元，目前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

北省未跨过转折点。 此外，排污费制度有利于抑制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而沿海地区目前的产业结构加重了海洋物种多样性损

害。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尚未出现拐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如果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则势必会

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害。 因此从规范海域利用方式，完善海岸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加强生态系统的监测与管理，保持绿色可持

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引导沿海城市紧凑发展等方面提出保护和管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建议。
关键词： 经济增长；物种多样性；海洋生态系统；环境库兹涅茨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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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一系列生态服务是全球经济和人类福祉的基石。 海洋生物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

性的重要组分，也已经成为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和实现条件之一［１］。 维护海洋生物

多样性不仅对调节全球生态系统的功能至关重要，而且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 然而，２１ 世纪以来全球

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持续丧失的重大危机，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 ２０１８》的数据显示，１９７０—２０１４
年期间全球鱼类、两栖类等动物种群数量已经减少了 ６０％，海洋物种的种群数量减少过半［２］。 中国作为亚太

地区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同样面临海洋生物多样性日益下降的压力。 中国滨海湿地、红树林等重要自然

栖息地日渐破碎化，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等大量海洋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３］。 《生态系统与生物

多样性经济学》（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ＥＥＢ）指出，众多影响因素中，经济增长是加速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性因素［４］。 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进入高速的经济增长阶段，沿海地区经济社会活动

强度的变化，尤其是沿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迅速膨胀，大量临港产业的布局，滨海旅游娱乐产业的兴

起等使得海洋资源的需求扩张、沿岸废水以及固体排放物增加［５］，进而导致海洋生物栖息地的破坏以及海洋

生物资源的缩减。 那么，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线性关系、“倒
Ｕ”关系抑或是其它类型的关系？ 今后应该如何有效实现经济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赢”目标？ 这些无

疑是沿海地区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中亟需关注的命题。
２１ 世纪初，国外有学者开始研究生物多样性损害（或生物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领域涵盖生态

系统和具体生物种群两个层面。 在生态系统层面，Ｍｉｌｌｓ 等［６］采用空间回归分析 ３５ 个热带国家人均收入与雨

林生物种群破坏的关系，认为两者间存在“倒 Ｕ”型关系，即随着人均收入增长，雨林生物种群损失率先增加

后减少；Ｄｉｅｔｚ 等［７］分析了全球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内的物种变化，结果表明收入和雨林内生物多样性损失率的

关系不存在“倒 Ｕ”型趋势，但未能确定准确的关系形式，同时表明保护栖息地和管制濒危物种贸易是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两个重要手段；Ｃｌａｕｓｅｎ［８］借助全球 １０２ 个国家的平均营养级（ＭＴＬ）作为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衡量

指标，结果显示如果仅考虑平均营养级，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与人均收入水平存在“倒 Ｕ”型关系；Ａｊａｎａｋ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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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９］以非洲森林为研究对象，分析发现砍伐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倒 Ｕ”型关系，并指出采用适当的土地使用政

策和林产品贸易政策可以减少森林生物多样性损害。 在具体物种种群层面，学者研究鱼类种群和鸟类种群生

物多样性损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Ｃｌａｕｓｅｎ［１０］针对全球海洋和淡水鱼类变化建立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得出经

济增长与鱼类物种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会加剧鱼类生物多样性危机；
Ｐａｎｄｉｔ 等［１１］研究发现随着各国人均收入的增加，鸟类濒危物种占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型趋势；
Ｓｔｒｏｎｇ 等［１２］使用香农指数测算鸟类生物多样性，指出在美国鸟类生物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一种低

弯度的“倒 Ｎ 型”形态，随着经济增长，香农指数会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最终下降的趋势，不能仅仅依靠经济

增长来扭转鸟类的生物多样性恶化。
近年来，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迅猛，给海洋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压力。 国内学者开始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

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主要成果集中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评估方面。 例如，王丽［１３］、郝林

华［１４］、李京梅［１５］采用条件价值法分别对福建省罗源湾、海南省三亚、福建省平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价值进行

评估，并梳理了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 此外，还有学者对中国海洋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

了探讨。 王印红［１６］选取劣于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亚健康生态系统占比等四个典型海洋环境指标，系统估算

中国海洋环境拐点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我们不仅要证明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生命支撑系统

的价值，而且要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经济增长和生物多样性变化以及变化的规律和轨迹，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全面而有说服力的依据。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 １１ 个沿海省市省际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从生态系

统健康和物种多样性两个层面系统探究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之间的关系与演变

轨迹。

图 １　 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１　 研究方法

科学衡量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是本文研究的重难点。 然而依据生态系统健康状态的变化，不能直观反映

海洋生物物种的损害情况；单纯计算物种多样性变化，忽略了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因此，在衡量生物多样

性损害时必须综合考虑生态系统变化和物种变化两方

面因素。 为此，本文首先详细选取并度量海洋生物多样

性损害的指标，接着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分析经济增

长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关系，具体研究思路与步骤

见图 １。

２　 模型设置

２．１　 模型设定

借助环境库兹涅茨（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ＥＫＣ）假说［１７］，构建以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作为被解释

变量，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分析

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内在关系。
进一步参照 Ｓｈａｆｉｋ 的设定形式［１８］，将回归方程表示为

三次项形式：
ＭＡＲｉｔ ＝ αｉ ＋ χ

ｔ ＋ β０ ＋ β１ ｌｎ ＧＤＰ ｉｔ ＋ β２ （ｌｎ ＧＤＰ ｉｔ） ２ ＋

β３ （ｌｎ ＧＤＰ ｉｔ） ３ ＋ β４γｉｔ ＋ εｉｔ （１）
式中， ＭＡＲｉｔ 表示 ｉ 省市在第 ｔ 年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损

害指数， ＧＤＰ ｉｔ 表示第 ｉ省市在第 ｔ年的人均 ＧＤＰ。 γｉｔ 表

示其他控制变量， αｉ 表示个体效应， χ
ｔ 表示时间效应，

７６６４　 １１ 期 　 　 　 李京梅　 等：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εｉｔ 表示随机误差项。
２．２　 变量说明

２．２．１　 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指标

《生物多样性公约》（ＣＢＤ）指出，生物多样性是指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以及作为其中一部

分的生态综合体在内所有来源的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变化性，可以划分为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多样性三个层次［１９］。 海洋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分布着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等众多生物种群，但是

由于监测难度大，各类海洋物种种群的长期数据不可获，难以对具体的海洋生物种群进行分析。 此处选取物

种面积和生态系统健康作为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表征变量，论证分析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
（１）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生态系统是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两者是统一的整体。 当一个自然生态系统

被破坏或消灭后，其中的物种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就随之恶化［２０］。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ＭＥＨ）是指海洋生态系统内部的自然健康状态，可以综合反映生态功能的变化、系统的组成结构以及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２１］。 当海洋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时，生态压力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生
态系统内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结构发生变化。 我国沿海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包括河口、海湾、滩涂湿地、
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出现亚健康状态，海洋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必然遭受损害。 典型海洋

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比重可以有效衡量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亚健康程度，本文采用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

状态比重作为生物多样性损害的衡量指标之一。
（２）物种多样性损害。 借鉴 Ｄｉｅｔｚ 和 Ｍｉｌｌｓ 的研究成果，使用物种⁃面积公式测算物种数量损失比例，以此

作为衡量物种多样性损害的指标，有效剔除了生物种群自身新陈代谢、繁殖发育等自然因素以及气候变化和

外来物种入侵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物种—面积公式反映了生物栖息地面积与物种数量之间的联系，即随着栖

息地面积的扩大，该地区物种数量一般也会随之增多；随着栖息地面积的缩减，该地区物种数量一般也会随之

减少。 具体的表达形式见式（２）。
Ｓｔ（ ｉ） ＝ ｃＡｚ

ｔ ｉ( ) （２）
式中， Ｓｔ（ ｉ） 指 ｉ 地区在第 ｔ 年的物种数量； Ａｔ（ ｉ） 指 ｉ 地区在第 ｔ 年的生物栖息地面积； ｃ 、 ｚ 为常数。 物种多

样性的损害表现为生物栖息地面积减少引起的物种数量减少。
引入变量 Ｓ０（ ｉ） 、 Ａ０（ ｉ） 分别作为基准年份物种损害数量和栖息地损失面积，假设 φ（ ｉ，ｔ） 为物种数量损

失比例的函数，则：

φ ｉ，ｔ( ) ＝
Ｓｔ（ ｉ）
Ｓ０（ ｉ）

＝
Ａｔ ｉ( )

Ａ０（ ｉ）
æ

è
ç

ö

ø
÷

ｚ

（３）

式中， ｚ 值描述了物种数量随着栖息地面积变动而增减的程度，将显著影响物种多样性损害结果。 参照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的研究，确定 ｚ 值为 ０．２５［２２］。 考虑到数据可获性，本文选取 ２００２ 年作为基准年，２００２ 年的物种数

量即为基准物种数量。 此外，为了防止数据聚类和规范数据量纲，将上述所得结果扩大一千倍。 则物种数量

损失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φ（ ｉ，ｔ）＝
Ｓｔ（ ｉ）
Ｓ２００２（ ｉ）

×１０００＝
Ａｔ（ ｉ）
Ａ２００２（ ｉ）

æ

è
ç

ö

ø
÷

０．２５

×１０００ （４）

依照式（４）计算物种数量损失程度，必须确定受损的栖息地面积 Ａｔ（ ｉ） 。 由于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具有随

机性、难以监测等特点，无法准确获取受损海洋生物栖息地面积的数据序列，这就给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的估

算带来困难。 本文选取确权海域使用面积衡量受损的栖息地面积。 海域是指海洋中区域性的立体空间，从存

在的形态上来看， 海域是由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四部分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２３］，同时具有自然、社会、经
济等各种属性。 从生态角度出发，海域可以定义为海洋生物物种的载体。 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Ａ），由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等众多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海域具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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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生境的功能，这表明海域是海洋野生动植物物种生存生长的场所，是海洋生物的自然栖息地［２４］。 从管理角

度出发，海域同时具有经济属性，是开展海洋渔业、海洋工业、海洋运输以及娱乐休闲等生产生活活动，获得经

济利益的空间。 根据《海域使用管理公报》，海域的用海方式包括填海造地、构筑物、围海和开放式等，这些方

式改变了海域的自然属性，侵害了海洋生物的栖息空间，是造成海洋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主要压力源。 据统计，
１９５０—２０００ 年，围垦和填海导致全国滨海湿地消失一半［２５］，已经成为近海生物栖息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

因［２６］。 构筑物等用海方式也对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扰动，例如，建筑物建设以及船舶行驶会排放重金

属、有机合成物等污染，严重侵害海洋生物的栖息环境［２７］。 海域内人类的生产活动与海洋生物的生存会产生

冲突，被人类活动占用的海域，同时也是海洋生物会受到损害的海域。 因此本文使用海域面积的变化表征海

洋物种多样性的变化。
２．２．２　 经济增长

人均收入通常作为反映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是描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系不可或缺的解释变量［２８］。
本文采用各省市人均 ＧＤＰ 用以衡量人均收入水平［２９］。 为了与其他变量数据保持一致，采用的各省份人均

ＧＤＰ 指标未经平减。 通过研究人均 ＧＤＰ 本身的系数变化，以及其二次项、三次项的系数变化，以期把握经济

发展水平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的轨迹。 根据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的符号，可以初步判断沿海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之间是否存在线性、“Ｕ”型、“倒 Ｕ”型、“Ｎ”型、“倒 Ｎ”型等 ５ 种常见关系形式。
２．２．３　 控制变量

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与海域使用面积的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引入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
术水平、环境规制等可能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和海域使用规模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探究海洋生物

多样性损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１）人口规模。 近年来，由于频繁的人口流动，沿海地区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地和聚集地［３０］。 人口规模

的逐渐扩大会引致消费增加，同时造成产品需求量的扩张，导致区域内资源环境面临重大压力。 生活垃圾的

产出量也会随着人口规模的膨胀呈现递增趋势。 此外，人口的激增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产生矛盾，占用临近

海域已经成为解决矛盾的首选途径之一。 因此预期沿海地区的人口规模会对海洋的生态环境质量产生负向

影响，等同于其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损害有正向作用。 本文采用人口密度指标衡量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即行

政区内单位面积的常住人口数量。
（２）产业结构。 海洋经济战略的实施给沿海地区带来新一轮的发展契机，大批海洋油气、海洋矿业、海洋

化工企业在沿海地区集聚，加速了当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一方面，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集聚引致了大

量海洋能源消费与废水废物排放。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城市化的蔓延过程推动建筑业高速发展，建筑业的

高速发展会增加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的需求量，同时产生大量扬尘，其通过碳循环威胁到海洋水体的生态安

全［３１］。 另一方面，大量临海工业的布局增加了围海造地的需求，致使海域占用日趋严重，挤压了海洋生物的

生存空间。 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预期当前阶段会对海

洋生物多样性损害产生正向影响。
（３）技术水平。 沿海地区借助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资源存量等方面优势形成对社会资本的巨大吸引力，

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效驱动了当地科学技术的进步。 技术进步在给沿海地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当地

资源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带动生产率的提高，减少对海洋资源的损耗，改变大规模海洋

能源消耗以及土地等资源占用的现状。 另一方面，清洁技术的发展与海域生态环境状况紧密相关，清洁技术

的提高能够降低生产过程中废物、废水以及废气的排放，从而减少陆源污染［３２］。 本文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有效发明专利数表征技术水平，预期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产生负向影响。
（４）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是解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两难问题、环境承载阈值以及环境污染负外部性问

题的必要手段［３３］。 政府运用环境规制参与生态环境的管理，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本文将

环境规制细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三种规制手段，以期区分和

９６６４　 １１ 期 　 　 　 李京梅　 等：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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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其作用效果的差异［３４］。 基于各个规制手段的特质，本文选取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度量命令控制型环境

规制；选取排污费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度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选取环境信访来信数占总人口比重度量公众参

与型环境规制。 由于开展环境规制的核心目标是减少生态环境损害，预期环境规制具有“减排”效用，即对海

洋生物多样性损害具有负向影响。
２．３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辽宁省、河北省等 １１ 个沿海省市，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数据整理自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海
域使用管理公报》和《中国海洋环境公报》，经济增长数据和其他变量数据整理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

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 １ 为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结

果，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人均 ＧＤＰ 值未取对数。 其中，物种多样性损害指数最大值 ２８８４．８７５ 位于天

津市，最小值 ４３３．６３６ 位于上海市。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占比的最小值为 ０％，位于海南、广西、天津

三省。

表 １　 变量说明及描述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符号
Ｓｙｍｂｏｌ

名称
Ｎａｍｅ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最大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

最小值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ＰＥ 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 １１００．３５０ ４４７．４３８ ２８８４．８７５ ４３３．６３６

ＥＣＯ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占比 ／ ％ ６９．４４６ ３０．６７７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值 ／ 元 ４９２２５．０７０ ２３２３９．９１０ １０７９６０．０００ １０１２１．０００

ＴＥ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 ／ 个 ２４４２２．６３０ ２９５８３．０３０ １１９９２７．０００ ４３．０００

ＰＯＰ 人口密度 ／ （人 ／ ｋｍ２） ８２５．４００ １０２１．７８１ ４１８２．７５９ ２００．４３５

ＳＥＣ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 ％ ０．４７７ ０．０８１ ０．６０１ ０．２３７

ＰＯＬ 排污费收入占比 ／ ‰ ０．３５７ ０．１９９ ０．９３６ ０．０７５

ＰＥＴ 信访来信数占比 ／ （封 ／ 千人） ０．３９０ ０．４８６ ２．１５５ ０．０１４

ＰＯＲ 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 ／ ｋｍ２ １１０３２．１５０ ４５２１４．３１０ ４１９８７４．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ＳＰＥ：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ＣＯ：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占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ｈｅａｌｔｈｙ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ＧＤ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ｙｕａｎ）；ＴＥ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ａｌｉｄ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ｓｉｚｅ（ｎｕｍｂｅｒ）； ＰＯＰ：人口密度（人 ／ ｋｍ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ｅｒｓｏｎ ／ ｋｍ２）；

ＳＥＣ：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ＯＬ：排污费收入占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ｆｅｅｓ

（‰）；ＰＥＴ：信访来信数占比（封 ／ 千人）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 ｌｅｔｔｅｒ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ＰＯＲ：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ｋｍ２） Ａｒｅａ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ｋｍ２）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３．１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与人均 ＧＤＰ 的关系进行检验，其中，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未通过

５％的显著性检验，因此采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更为准确，最终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模型（１）为线

性模型，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人均 ＧＤＰ 的二次项；模型（３）在模型（２）的基础上加入了人均 ＧＤＰ
的三次项，３ 个模型中均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分别用于检验海洋物种

多样性损害指标与人均 ＧＤＰ 是否存在单调线性关系、“Ｕ”型和“倒 Ｕ”型关系 、“Ｎ”型和“倒 Ｎ”型关系。
综合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人均 ＧＤＰ 设置为线性形式时，可以通过显著

性检验，而且模型（１）的拟合优度更高，因此模型（１）为基准模型。 模型（１）估计结果显示，人均 ＧＤＰ 的一次

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占比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线性关

系。 随着沿海地区人均 ＧＤＰ 的提高，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占比随之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究其原因，
随着沿海区域经济增长，海洋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工农业与生活污水废物排放和人为破坏等生态压力逐渐增

多，超出海洋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致使海洋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结构逐渐退化并且丧失部分生态服务功

０７６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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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尤其是滨海湿地、河口等海洋生态脆弱区，抗干扰能力弱，随着经济增长，滨海湿地成为沿海省市经济开

发的重点区域之一，出现大规模的围垦和填海造地活动，一部分滨海湿地转作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城市用地

以及基础设施用地，严重损害了海洋生态系统的生境功能以及供给功能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 同时，滨海度

假区、海洋倾倒区等特定的海洋功能区，由于密集的旅游活动和频繁的废水废物倾倒行为，污染和干扰海域的

生态环境，导致自然栖息地的丧失以及破碎化，威胁和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内部正常的功能与结构。

表 ２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模型（１）
Ｍｏｄｅｌ（１）

模型（２）
Ｍｏｄｅｌ（２）

模型（３）
Ｍｏｄｅｌ（３）

模型（１）
Ｍｏｄｅｌ（１）

模型（２）
Ｍｏｄｅｌ（２）

模型（３）
Ｍｏｄｅｌ（３）

ｌｎＧＤＰ ３８．１７∗∗

（２．１３）
１８２．１
（０．９０）

２７４１．５
（０．８５） ＰＥＴ ２．７５７

（０．６２）
１．２１２
（０．２７）

１．５６９
（０．３６）

（ｌｎＧＤＰ） ２ －６．８５２
（－０．７１）

－２５４．５
（－０．８２） ＰＲＯ －０．００００６４５∗

（－１．７３）
－０．００００６３４∗

（－１．７２）
－０．００００６３９∗

（－１．７５）

（ｌｎＧＤＰ） ３ ７．９６４
（０．８０）

常数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３３．４４８３
（－１．０４）

－２２９０．５８９∗∗

（－２．０６）
－２５８１２．６１∗∗

（－２．２３）

ＰＯＰ ０．０００５８７
（０．０７）

－０．０００９９４
（－０．１０）

－０．００３０４
（－０．２６） Ｒ２ ０．８０８４ ０．７８６１ ０． ７９６２

ＳＥＣ １０１．４
（１．２１）

１３．２８
（０．１４）

１２．８０
（０．１４）

时间固定效应
Ｔｉｍ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ＴＥＣ
－０．０００１４０
（－０．９１）

－０．０００１９８
（－１．２８）

－０．０００１８１
（－１．１７）

地区固定效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ＯＬ －９５．４３∗∗∗

（－２．８６）
－８６．８２∗∗∗

（－２．６２）
－８３．３８∗∗

（－２．５３）
　 　 ∗∗∗、∗∗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ＲＥ 为随机效应模型估计

模型（１）中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等控制变量的系数结果反映了其他影响因素对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

状态占比的影响效果。 第一，人口规模变量系数在模型（１）中的估计值为正，表明人口规模的扩张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海洋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占比，但效果不显著。 第二，模型（１）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变量

系数在模型（１）中的估计值为正，表明第二产业占比的提高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占比产生了一定的

正向效应，但影响不明显。 第三，技术水平变量系数在模型（１）中的估计值为负，表明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亚健康状态占比，但效果不显著。 第四，排污费制度与典型海洋生态系统

亚健康状态占比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排污费制度有利于降低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程度。 排污费制度作

为管制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之一，其固有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使实施污染人面对因

行为而带来的环境和社会成本，明确他们应支付的费用，将排污者的经济利益与污染防治责任直接挂钩。 第

五，信访制度变量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信访制度对改善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未实

现预期政策目标。 第六，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程度表现出预期的负向影响，实现了

政策的实施目标。 原因可能在于，通过划定高度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区域或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物种集中分

布区域作为自然保护区，进行事先防范，禁止在区域内从事有损自然环境和资源的行为，可以维持甚至加强保

护区界限内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最直接有效地避免生态退化的成本。
３．２　 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指标与人均 ＧＤＰ 的关系进行检验，其中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未

通过 ５％的显著性检验，因此采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３。 模型检验步骤与上述生态系统亚健康

程度指标与人均 ＧＤＰ 的关系分析保持一致。
综合模型（４）、模型（５）、模型（６）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人均 ＧＤＰ 设置为二次项形式时，可以通过显

著性检验，而且模型（５）的拟合优度更高，因此模型（５）为基准模型。 模型（５）估计结果显示，人均 ＧＤＰ 的一

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揭示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之间存在“倒 Ｕ”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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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关系。 图 ２ 是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拟合图，二者的拟合曲线也明显呈现出“倒 Ｕ”型走

势。 这一结论表明随着沿海地区人均 ＧＤＰ 的提高，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经历“上升→下降”的过程。 经模型

（３）系数估计结果计算得到拐点值约为人均 ＧＤＰ 值 ４５１４５ 元，这与 Ｃｌａｕｓｅｎ 得到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拐点值比

较接近，略滞后于 Ｃｌａｕｓｅｎ 得到的拐点值。 人均 ＧＤＰ 值小于 ４５１４５ 元时，人均 ＧＤＰ 增加的同时物种多样性损

害也随之增加。 在这一阶段，沿海地区成为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区域，传统海洋产业和高耗能重工业成为当地

经济发展的主要的推动力。 此时高强度开采海洋资源能源、无限制排放污染物成为常态，必然会造成海水的

富营养化，影响海洋生物的栖息环境。 更有甚者，沿岸居民出于娱乐或商业性目的无节制捕获某些海洋物种，
直接造成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 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规模急剧扩张，侵占大量沿岸海

域。 尤其是围填海造地的兴起，破坏了海域的自然岸线，压缩了传统沿海湿地的规模，致使原本建立在沿海湿

地上的生物栖息地无法继续支持生物的生存繁衍。 人均 ＧＤＰ 值大于 ４５１４５ 元时，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海
洋物种多样性损害出现了下降趋势。 究其原因，随着经济增长沿海地区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增长依

赖于日益繁荣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产业，这类产业较少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干扰，同时清洁技术的发展也

给海洋生态健康带来了“福音”。 此外，沿海地区实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逐渐完善并发挥效应，通过划定

海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的形式对重要的或者脆弱的海洋生物栖息地进行涵养和维护。 而且居民与游客

对海洋物种的认知也逐渐增强，海洋濒危物种的保护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具体化，这些都为鱼类、浮游动植物

等海洋种群生存、恢复与繁衍提供了有利条件。

表 ３　 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与经济增长的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模型（４）
Ｍｏｄｅｌ（４）

模型（５）
Ｍｏｄｅｌ（５）

模型（６）
Ｍｏｄｅｌ（６）

模型（４）
Ｍｏｄｅｌ（４）

模型（５）
Ｍｏｄｅｌ（５）

模型（６）
Ｍｏｄｅｌ（６）

ｌｎＧＤＰ
－９６．３７
（－０．４５）

５７２７．５∗∗∗

（２．５８）
－１９７００．８
（－０．５４） ＰＥＴ

－６８．６４
（－０．９７）

－９５．３４
（－１．３４）

－９９．４４
（－１．３８）

（ｌｎＧＤＰ） ２ －２６７．２∗∗

（－２．５４）
２１２３．２
（０．６０） ＰＲＯ

－０．００００２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５３２
（０．１２）

０．００００７３９
（０．１７）

（ｌｎＧＤＰ） ３ －７５．１５
（－０．６６） 常数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３５９．５６４

（１．３９）
－１８９５４．９９
（－１．５６）

６２８７６．７９
（０．５０）

ＰＯＰ
－０．５９９∗
（－１．８３）

－０．３５１
（－１．０１）

－０．１８９
（－０．４４） Ｒ２ ０．８６４５ ０．８７５８ ０．８７４４

ＳＥＣ １７０９．８
（１．５５）

２８９３．７∗∗

（２．３０）
２８８５．５∗∗

（２．２８）
时间固定效应
Ｔｉｍ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ＴＥＣ －０．００４∗∗

（－１．９８）
－０．００３
（－１．１５）

－０．００２
（－０．９２）

地区固定效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ＯＬ －１０３９．０∗∗

（－２．５６）
－１２７０．８∗∗∗

（－３．０４）
－１２８７．６∗∗∗

（－３．０６）
　 　 ∗∗∗、∗∗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ＲＥ 为随机效应模型估计

通过比较拐点值与沿海地区各年份人均 ＧＤＰ 平均值的大小，可以大致判断我国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演

变的时间轨迹。 ２００９ 年沿海省份人均 ＧＤＰ 平均值为 ４０８７２ 元，２０１０ 年沿海省份人均 ＧＤＰ 平均值约为 ４５２９７
元，这意味着拐点（４５１４５ 元）相对应的时间阶段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 伴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海洋物种多样

性损害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约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跨过拐点，进入到下降阶段。 拐点出现的时间段与国家生态文

明政策的实施存在较大相关性，２０１０ 年政府发布修订后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强调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违法行为给予环境行政处罚，为海洋各类生态

问题的改善提供了制度基础。
从空间分布来看，将 ２０１５ 年各省份人均 ＧＤＰ 值与拐点值进行大小关系比较，可以得到当前各省份在曲

线中的位置。 结果表明目前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北省目前位于曲线上升段，是海洋物种多样性的重点

保护区域，应当密切关注海洋物种多样性情况；山东省、辽宁省、上海市、浙江省和天津市、江苏省、广东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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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与经济增长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建省目前跨过极大值点位于曲线二次下降阶段，经济增

长和海洋物种多样性保护呈现协调发展趋势。
此外，模型（５）中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等控制变量

的系数结果反映了其他影响因素对海洋物种多样性损

害的影响效果。 第一，人口规模变量系数在模型（５）中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口规模的扩张对海洋物种多

样性损害的作用效果不明显。 第二，产业结构对海洋物

种多样性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效果，是导致海洋物种

多样性损害的重要因素，与预期一致。 原因可能在于，
第二产业发展过多依赖于海洋资源能源开采，忽视生产

过程对海洋生物物种栖息环境产生的负外部性。 第三，
技术水平变量系数在模型（５）中的估计值为负，表明技

术水平对海洋多样性损害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但影

响不显著。 第四，模型（５）结果显示排污费制度变量系

数可以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排污费制度对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达到了政策的

实施目的。 这可能与排污费制度有效的降低了污水的排放量，进而减少了对海洋生物物种生存环境的侵害有

关。 第五，信访制度变量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信访制度没有对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产生明显的抑

制作用，未实现预期政策目标。 第六，自然保护区变量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自然保护区对海洋物种多

样性损害的抑制作用效果不明显，与预期的政策效果不符。
３．３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可能具有滞后性，往期的损害积累会对当期损害产生影响。 因此，为防止内

生性偏差，以检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关系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建立以下动态面板模型

进行稳健性检验：
ＭＡＲｉｔ ＝ αｉ ＋ χ

ｔ ＋ β０ ＋ β１ ｌｎ ＧＤＰ ｉｔ ＋ β２ （ｌｎ ＧＤＰ ｉｔ） ２ ＋ β３（ｌｎ ＧＤＰ ｉｔ） ３ ＋ β４ ＭＡＲｉ，ｔ －１ ＋ β５γｉｔ ＋ εｉｔ （５）
式中， ＭＡＲｉ，ｔ －１ 表示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的滞后一期， β４ 表示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滞后一期对应的系数，式
（５）中的控制变量与静态面板模型式（１）一致。

表 ４ 是采用 ＧＭＭ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稳健性回归结果表示，相比于表 ２ 和表 ３ 中的回归

结果，稳健性回归模型中核心变量系数估计值的符号没有变化，显著性水平略有差异。 工具变量 ＧＭＭ（ＩＶ⁃
ＧＭＭ）回归检验所得结论与上文模型中所得结论基本保持一致，没有因实证方法的改变产生实质性变化。 也

就是说，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的估计结论较为稳健。 该结论再次表明：海洋生态系统亚

健康程度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随着沿海地区人均 ＧＤＰ 增长，生态系统亚健康程度呈现出

线性上升趋势；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倒 Ｕ”型关系，随着沿海地区人均 ＧＤＰ
增长，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指标与物种面积损害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探

讨了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关系，并且建立了动态 ＧＭＭ 模型进一步检验了估计结果的

稳健性，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１）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程度之间呈现正向的线性关系，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增长，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呈持续恶化趋势。 但是，排污费制度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实施均有助于减缓海

洋生态系统的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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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稳健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模型（７）
Ｍｏｄｅｌ（７）

模型（８）
Ｍｏｄｅｌ（８）

模型（９）
Ｍｏｄｅｌ（９）

模型 （１０）
Ｍｏｄｅｌ（１０）

模型（１１）
Ｍｏｄｅｌ（１１）

模型（１２）
Ｍｏｄｅｌ（１２）

Ｌ．ＭＡＲ ０．１３０
（０．６９）

０．１１３
（０．８１）

０．２１６
（２．２１）

－０．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１８）

ｌｎＧＤＰ 　 ３９．５８７∗∗

（１．９７）
１６１．８５５
（０．６７）

４２４２．６８５
（０．９６）

－１０２．０３
（－０．８８）

４７３２．６∗

（１．７１）
－２７８９７．４１
（－０．７９）

（ｌｎＧＤＰ） ２ －６．４７３
（－０．５６）

－３９７．０９６
（－０．９５）

－２２５．８∗

（－１．７３）
２９６７．７９７
（０．８７）

（ｌｎＧＤＰ） ３ 　 １２．４３９
　 （０．９４）

－１０３．６２１
（－０．９４）

　 　 Ｌ．表示相应变量滞后一期，∗、∗∗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下显著，ＩＶ－ＧＭＭ 表示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 模型 ７、８、９ 被解释

变量为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模型 １０、１１、１２ 被解释变量为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

（２）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之间呈现显著的“倒 Ｕ”型关系，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增长，
物种多样性损害先上升后下降，曲线拐点位于人均 ＧＤＰ 值 ４５１４５ 元。 从时间轨迹来看，物种多样性损害拐点

相对应的时间阶段为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 从空间分布来看，目前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北省仍位于曲线

上升段；山东省、辽宁省、上海市、浙江省和天津市、江苏省、广东省、福建省的经济增长水平越过拐点值，位于

曲线下降阶段。
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了，经济的增长如果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则势必会造成生物多

样性的损害。 即使海洋物种多样性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倒 Ｕ”型关系，但是经济增长与海洋生态系统

健康仍未出现拐点，海洋生态系统的亚健康可能进一步导致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完

全依靠消极等待经济增长水平达到一定规模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恢复是不可行的，需要采取更多预测

性的、前置性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基于协调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要求，
提出以下启示性建议：

第一，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拓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途径，保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式多元化。
一方面，从损害的源头出发，制定标准规范海域利用方式，限制污染物排放入海，化解沿岸消费扩张、生产增长

与生物多样性损害的矛盾；另一方面，改变以往完全依靠建立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的单一化方式，完善海岸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加强对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的生态系统的监测与管理，避免海洋生物栖息地的丧失以及

破碎化，降低自然栖息地的丧失速率，缓解海洋生态退化和损毁现象。 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开展试点实验并进

行推广，例如严格实行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的补偿机制，建立生物多样性银行等。
第二，转变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方式，预防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对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避免走

“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保证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抑制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损害。 一方面，保持绿色可持

续的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降低沿海产业发展对海洋渔业、石油等海洋资源能源的依赖程

度，促进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另一方面，减少沿海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海域的直接占用，警惕经济

增长引起的城市蔓延和产业规模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地矛盾，引导沿海地区紧凑发展，杜绝出现因盲目追

求经济增长侵占滨海湿地和大规模围填海造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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